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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幕末“开国”与遣使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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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着眼于近代世界发展潮流 ,运用中日比较的方法 ,考察和分析日本从“锁国”向

“开国”的转变 ,认为:虽然两国都是被西方打开国门 ,但日本较快地从被动走向主动 ,即使在明治维

新前的 19世纪初中期 ,其走向世界的规模、效果 ,也都在中国同类举措之上。日本在以西方作为“开

国”的主要方向的同时 ,还从本民族的危机意识出发 ,将对华关系视作战略问题 ,欲经略朝鲜与中

国 ,以与对西方外交相平衡。 19世纪 60年代 ,日本在时隔两个多世纪后 4次遣使上海 ,就是由上述

倾向促成的。 这是日本试图直接对华贸易的积极举措 ;而来华日本人的见闻 ,则对近代日本人中国

观的转变影响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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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枕海潮来 ,勿再闭关眠 ;

　　日本桥头水 ,直接龙动
①
天。

——黄遵宪: 《近世爱国志士歌》

一、“四只蒸汽船 ,惊醒太平梦”

世界历史从中世纪过渡到近代 ,一大转折便是

从分散走向整体 ,其重要表现和结局是世界统一市

场的建立 ,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各个封闭的国度壁垒

森严的门户被打破。

在中世纪 ,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诸

国度 ,各自分散在孤立的环境中。为了防范外来的军

事、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干扰 ,这些国家不惜“自我

幽闭”。 如中国的明、清两朝多次下令“禁海”: 1381

年 (明洪武十四年 ) ,明廷严禁民人造三桅以上大船

下海外贸 ; 1402年 (明建文四年 ) ,永乐皇帝登极诏

书重申海禁 ;翌年 (明永乐元年 )下令将民间海船“悉

改为平头船” ,使其无法远航 ; 1645年 (清顺治二

年 ) ,为防范郑成功 ( 1624— 1662年 )从台湾发兵闽

浙 ,取代明廷统治中国的清廷“诏徙沿海居民严海

禁” [1 ]
(卷一 ,第 15页 ) ; 1661年 (顺治十八年 )又颁布

“迁界令” ,禁止一切船舶出海。 1683年 (康熙二十二

年 )郑成功的孙子郑克 ( 1670— ? 年 )降清。 翌年 ,

清廷废“迁界令” ,颁“展海令” ,海禁松动。但此时中

国对外贸易仍限制在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等口

岸 ,乾隆间更限制在广州一口。雍正年间较康熙年间

进一步放宽海外贸易 ,却又下令禁止民人私自出洋

和久居国外。

与明清时代的中国相比 ,日本江户时代的“海

禁”更为严峻。早在此前的丰臣秀吉时期 ( 16世纪后

期 ) ,日本即开始禁教。德川幕府二代将军以降 ,为了

控制大名、治理民众、垄断贸易 ,制止西方人带来的

天主教不断扩大的影响 , 1613年 (庆长十八年 )发布

天主教全国禁止令 ,驱逐天主教传教士 ,镇压本国信

徒 ; 1616年 (元和二年 )将外贸口岸限定在平户、长

崎 ; 1633年 (宽永十年 )强化始于 1604年 (庆长四

年 )的“丝割符制” ,限制从明朝输入白丝 ,以防日本

白银过量外流 ;同年 ,宣布除官派“奉书船”外 ,严禁

一切日本船只出航海外 ,曾经在一代将军德川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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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2— 1616年 )时期颇为兴盛的朱印船贸易中止。

由此 ,日本进入史称的“锁国”时期。 其实 ,当时的日

本并未使用“锁国”一词。倡导这一政策的新井白石

( 1657— 1725年 )的用语是“异船御禁止” (禁止外国

船往来 ) ,近藤守重 ( 1771— 1829年 )则称之为“海

禁” (禁止日本人渡航海外和走私贸易 ) ,幕府屡次下

达的禁海命令也没有“锁国令”名目。 17世纪来日的

德意志人检夫尔 ( K mpfer Engelbert , 1651— 1716

年 )所著《日本志》所附论文 ,题目为《关于采取目前

这种方式封锁日本帝国 ,不准国民同一切外国贸易

发生关系之当否的探讨》 ,长崎兰学家志筑忠雄于

1801年将其译成日文 ,题为《锁国论》 ,“锁国”一词

至此始见诸文献。 至 19世纪中后叶 ,当人们意识到

幕府采取的闭关政策是发展的桎梏以后 ,便普遍用

“锁国政策”一词概括 17世纪中叶至 19世纪中叶的

幕府对外方略
②
。

位居远东航线末端的日本 ,被欧美国家视作赢

得远东巨大权益的前哨。自 1764年至 1850年 ,西方

国家数十次叩击日本门户 ,其中英国 19次 ,俄国 17

次 ,但均未奏效。 日本幕府不仅坚守锁国政策 , 1825

年 (文政八年 )还下达“异国船击退令” ,严令沿海诸

大名发现外国船靠近海岸 ,坚决将其击退。1839年 8

月 (天保十年七月 ) ,《和兰风说书》首先报告清朝没

收英商鸦片的消息。 此后 ,《和兰风说书》、《唐风说

书》陆续报道鸦片战争经过 ,其中虽或有讹误 ,但英

国舰队以猛烈炮击使清国惨败是确实消息 ,这一情

报迅速经长崎奉行呈递到在江户的幕府决策者手

中。幕府对于泱泱大国清朝被英吉利的大炮轰开国

门深感震撼 ,主政的首席老中水野忠邦 ( 1794— 1851

年 )致函佐渡奉行川路圣谟 ( 1801— 1868年 ) ,议及

新近在清国发生的事变:

此次来舶人称:清国严禁鸦片通商不

当 ,引起英国人不满 ,派军舰 40余艘到宁

波府发动战争 ,现已占领宁波县之一部。此

虽他国之事 ,但亦应为我国之戒也。[2 ] (第

283页 )

水野对鸦片战争是非曲直的判断显然受到《和兰风

说书》的影响 ,不尽公允 ,但是鸦片战争的前车之鉴 ,

使日本幕府感到必须调整固有的锁国政策 ,却是一

个积极的结果。幕府于 1842年 8月 29日 (天保十三

年七月二十四日 )下令撤消“异国船击退令” ,改行

“薪水给与令” (向外国船提供燃料、饮水、粮食后令

其离开 ) ,并对遇难外国船给予救助。这恰与《中英江

宁条约》 (通称《南京条约》 )签署同时。在这一天里 ,

中日两国不约而同地被迫修改锁国政策。 1844年

(弘化元年 ) ,荷兰国王致函幕府大将军 ,希望日本接

受清国教训 ,速开国门。 次年幕府复函 ,对荷兰的开

国劝告予以拒绝 [3 ] (第 526页 )。最终迫使日本改变锁

国体制的 ,是美国军舰的叩关 ,随之便有 1854年 2

月《日美神奈川条约》的签订。 条约主要内容有: 1.

江户湾的下田 (横滨东南 )立即开港 ,北海道的箱馆

(今称函馆 )翌年 3月开港 ; 2. 优待漂流民 ; 3. 领事

驻留。沿此例 , 1854年 10月 ,英日签署“和亲条约” ,

长崎、箱馆对英开港 ; 1855年 2月 7日 ,俄日间签署

“和亲条约” ,又称《下田条约》 ,划分北部边界 ,下田、

箱馆、长崎对俄开港 ; 1856年 1月 30日 ,荷日签署

“和亲条约” ,长崎、下田、箱馆对荷开港 ,荷兰人可自

由出入长崎三岛 ,并获得领事裁判权。 1858年 (安政

五年 ) ,美国、荷兰、俄国、英国、法国又与日本先后签

署“修好通商条约” ,共称《安政五国条约》。至此 ,日

本已门户洞开 , 200余年锁国体制崩解。

二、“开国”的力度与主要方向

日本与中国的锁国体制 ,都是被挟工业革命威

势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行打破的。以首次订立开

放门户条约的时间而言 ,中国先于日本 12年 (中英

《南京条约》 1842年 8月 29日签署 ,日美《神奈川条

约》 1854年 2月 11日签署 ) ,但在被迫开放门户以

后 ,日本“开国”的力度和主动性 ,明显高于中国。 而

且 ,有趣的是 ,与中国人充满对撞开广州门户的英国

人义律 ( Charles Elliot , 1801— 1875年 )的愤慨有

别 ,日本人对于 1853年打开其门户的美国东印度舰

队司令培理 ( M. C. Perry, 1794— 1858年 )并没有怀

抱憎恨 ,一些人还把培理看做日本文明开化的“恩

人”。 在培理率舰队登陆的浦贺湾 ,日本人建立培理

公园 ,园内设纪念馆 ,竖纪念碑 ,上撰伊藤博文手书

“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培理上陆纪念碑”。这意味着

对“开国”的正面认肯 ,即使国门是不体面地被外国

人猛烈撞开的。

孙中山 ( 1866— 1925年 )青年时代即发现中日

间开国后近代化速度的差异。他于 1894年 6月上书

李鸿章 ,指出:

试观日本一国 ,与西人通商后于我 ,仿

效西方亦后于我 ,其维新之政为日几何 ,而

今日成效已大有可观。
[4 ]

(第 15页 )

　　对日中现代化作比较研究的日本学者依田

家 ,将日中现代化速度不同的原因归结为如下几点:

1. 日本的传统文化形态比较适合于吸收外来

文化 ,日本的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也比较有利于

产生近代的社会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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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本自 17世纪末已出现限制儒学有效范围

的倾向 ,而中国则迟迟不能摆脱儒学的羁绊 ;

3. 日本在 17世纪末就形成作为近代国家之前

提的统一的国内市场 (以大阪为中心 ,辐射各藩的统

一市场 ) ,而中国则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才

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 ;

4. 日本以血统制和世袭制为基础的政治形态

导致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分裂 ,下层武士对现行统治

秩序存在强烈否定态度 ,而中国以科举制为基础的

政治形态较易使统治阶级整体保持对传统体制的认

同 ,不易使社会发生变革 ;

5. 日本较早脱离官督商办的经济阶段 ,形成民

间资本主义 ,而中国则长期坚持官办传统 ,难以形成

民间资本 ;

6. 日本从江户时代就普及了初等教育 ,其识字

率不亚于同期欧洲国家 ,这对以后的近代进程产生

了有利影响③ ;

7. 19世纪中叶欧美对东亚的压力主要对着中

国 ,而且一再对中国施行武力侵略 (如两次鸦片战

争 ) ,对日本的压力较弱 ,这也是日本现代化非常有

利的条件
[5 ]

(第 338— 340页 )。

笔者基本赞同这一分析。以“中心——边缘”理

论观察 ,中国作为东亚文化圈的中心 ,其文化具有原

生性和稳定性 ,对西洋文化来袭反应迟钝 ,实现近代

转型较为缓慢 ;而日本居东亚文化圈的边缘 ,其文化

是次生的和易变的 ,对西洋文化来袭的反应敏锐 ,实

现近代转型较为快速。且不论明治维新 ,即以幕末时

代而言 ,朝廷、幕府、藩国和民间虽然有过 “锁国攘

夷”与“和亲开国”政策的对立 ,发生“开国”与 “攘

夷”、“佐幕”与“倒幕”的激烈冲突 ,但总体上 ,由于日

本社会的前述特点 ,其对西方冲击反应的迅捷 ,非同

时的中国可比。阿部正弘主持的 1853— 1856年 (嘉

永六年至安政三年 )间的“安政改革” ,解除大船禁造

令 ,创建造船业 ;委托荷兰人制造蒸汽机船 ,派人到

长崎向荷兰人学习航海术 ;设立讲武所 ,编制洋枪

队 ,奖励练兵 ;创设洋学所 ( 1855年建 , 1856年更名

蕃书调所 , 1862年又改称洋书调所 ) ,讲授洋学 ,培

养洋学人才。 1855年 (安政二年 ) ,越前福井藩兰学

者桥本左内 ( 1834— 1859年 )撰《西洋事情书》 ,介绍

西方社会及文化。 继阿部正弘执政的堀田正睦

( 1810— 1864年 )继续推行开国政策。 1858年 (安政

五年 ) ,也即“日美通商条约”签署后的第二年 ,幕府

废除海防挂一职 ,设置隶属主管外国事务老中的外

国奉行 (相当于外交部长 )一职 ,下设组头、调役、翻

译、通弁 (口译 ) ,担负幕府的外交事务。这较之清朝

设置同类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早 2年。上述

措施为日本“开国”从被动走向主动准备了条件。 在

堀田后执政的大老井伊直弼 ( 1815— 1860年 )镇压

反幕派 ,史称“安政大狱” ,激起 1860年 (万延元年 )

的樱田门外之变 ,井伊被水户藩士刺死。此后又有

“文久改革” ( 1861— 1863年 )和“庆应改革” ( 1865—

1867年 )。这些幕末改革虽然未能平息倒幕潮流 ,克

服社会危机 ,但开国的步履却是一发而不可收了。

19世纪 60年代初中期 ,日本幕府及藩国多次

派遣使团前往欧美 ,既作外交谈判 ,也有师法西方之

意 ,著名者有万延使团及“咸临丸”赴美、久久使团赴

欧。此时 ,到欧美留学也渐成风气。这些出访西方的

规模、效果都在此间中国同类举措之上。

以往 ,史学界对明治维新时岩仓使团于 19世纪

70年代访问欧美比较关注 ,但作为其前驱的幕末间

造访西方的多次举措 ,也应认真考究 ,这样才能在较

长时段的比较中 ,考察日本的开国过程 ,发现日中两

国近代转型期汲纳西方文化过程的异同。

自幕末到明治时期 ,日本“开国”的主要方向 ,当

然是给日本造成空前威胁 ,并且又是其效法目标的

英、美、法、荷、普、俄等欧美国家 ,但自幕末开始 ,日

本也将视线投向曾是“文化母国”的近邻中国。

三、“对清策论”

自古以来 ,日本从中国引入多方面文明成果 ,诸

如汉字、生产技术、典章制度、儒学、中国化佛教、文

学艺术等等。与此同时 ,日本又对输入的大陆文化有

所选择、有所创新 ,如在吸收中国儒家学说时 ,因与

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制相抵触而扬弃“汤武革命”

理念 ;又如用汉字偏旁造出假名这一日本语音符号 ,

等等。经过千余年的汲纳与创造 ,日本逐步形成富于

特色的国风文化 ,从而出现“大陆文化”与“国风文

化”相互渗透又彼此制约的多元一体格局。

19世纪中叶以前 ,日本人对中国及中国文化深

怀“敬畏”之心。但诚如美国的日本学学者赖肖尔

( Edwin O. Reischauer, 1910— 1991年 )所说:

在历史上日本人对其他国家的态度犹

如一个钟摆 ,晃动于自卑感和优越感之

间。[ 6] (第 23页 )

从 6世纪到 9世纪日本长期如饥似渴

地向中国学习 ,这在日本留下了根深蒂固

的自卑感。 随着日本同化他们引进的事物

并将其转化成他们自己与众不同的文明

时 ,这种自卑感才渐渐地消失。
[6 ]

(第 24— 2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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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土桃山时期到江户初期是日本力图建立独

特文化的重要阶段 ,神国思想和封建扩张理念渐趋

张大。 如丰臣秀吉 ( 1536— 1598年 )统一日本后 ,即

滋生征服朝鲜、中国 ,建都北京的野心 ;德川家康

( 1542— 1616年 )建立江户幕府后 ,也有“德化宇内”

的设想。江户时代的国学“三大人”—— 荷田春满

( 1669— 1726年 )、贺茂真渊 ( 1697— 1769年 )、本居

宣长 ( 1730— 1801年 )等人进一步发展这一理念 ,力

主以“大和心” (日本精神 )取代“唐心” (中国儒家精

神 )和“佛心” (佛教精神 )。

时至江户后期 ,日本的国粹主义有所膨胀。其特

点是讴歌作为“神国”的日本 ,认为日本理应统治世

界。这种日本至上、天皇至尊的观念 ,既是对西方人

东侵的一种反应 ,也是对日本“文化母国”——中国

的一种抗拒式回报。

江户后期思想家本多利明 ( 1743— 1820年 ) ,对

汉学、国学和兰学均有研究。他在 1798年所著《经世

秘策》中提出 ,作为“海国”的日本应以贸易立国 ,与

幕府的锁国政策正面抵触。 在 1795年著的《西域物

语》中 ,本多利明称 ,“日本为天下第一的最良国” ,应

当积极地向北方地域武力殖民。 他所谓的“北方地

域” ,指千岛群岛、乌苏里江以东、勘察加半岛等人烟

稀少的地方。 本多利明对拥有广大附属国的欧罗巴

诸强国不胜羡慕 ,转而哀叹日本地狭国贫 ,空有拓殖

海外的欲望 ,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正反映了国力

尚弱时日本早期殖民主义者的窘态。

稍晚于本多利明的平田笃胤 ( 1776— 1843

年 )④ ,更明确阐述了“皇国史观”。他在所著《灵能真

柱》中神化天皇 ,提出“皇国是万国的祖国 ,天皇是万

国的大君”。 大致与其同时的幕末经世家佐藤信渊

( 1769— 1850年 )被 20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

“皇道派”尊为先觉 ,著有《宇内混同秘策》一书。 “宇

内混同”即“世界统一”的意思。 佐藤在该书的序文

《混同大论》中说:

我皇大国乃大地上最早成立之国 ,为

世界万国之根本。根本一旦有序 ,则全世界

应悉为郡县 ,万国之君应皆为臣仆。……安

抚万国之苍生 ,自始便是皇国君主之要

务。[7 ]
(第 65页 )

佐藤信渊还具体论及“宇内混同”的步骤: “必先自吞

并支那国肇始” ,其方略是仿效满洲迅速统一中国的

故伎 ,先侵入满洲、朝鲜 ,进迫北京 ;又从九州诸港直

驱江南、浙江等地 [7 ] (第 65页 )。

佐藤信渊写作《宇内混同秘策》 ,时在 1823年

(文政六年 ) ,日本尚处在锁国状态。该书充溢着昧于

世界大势的封建扩张狂想 ,但其吞并东亚的步骤设

计 ,与 100年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实践相吻合 ,因

而被视作前躯。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及随后签订的中英《南京

条约》 ,不仅是中国旷古未遇之奇变 ,而且也对尚处

锁国状态的日本朝野造成强烈震撼。幕府立即修改

禁海政策 ,以适应变化 ;一些藩国也十分关注鸦片战

争给日本带来的影响。原伊势津城主便向佐藤信渊

咨询 ,为答复咨询 ,佐藤于 1849年 (嘉永二年 )撰《存

华挫狄论》。与 20多年前的《宇内混同秘策》大相径

庭的是 ,此时西方殖民势力 (佐藤称之“夷狄” )已构

成对日本和中国的现实威胁。 佐藤站在东亚被压迫

民族立场上 ,显示出对西方侵略者的同仇敌忾 ,力主

“存中华 ,挫夷狄”。《存华挫狄论》在记述鸦片战争经

过后 ,于卷末寄望清国振起 ,成为日本的“西部屏

障”:

满清君臣卧薪尝胆 ,济贫恤亡 ,上下同

劳苦 ,练兵数年 ,以起复仇之义兵 ,挞伐英

夷 ,全力逐之 ;俾使东洋无其遗类 ,庶能永

为本邦之西部屏障。 此即著《存华挫狄论》

之主旨也。
[7 ]

(第 64页 )

佐藤信渊关注鸦片战争 ,是替日本的国防未雨

绸缪 ,这在他于 1847年 (弘化四年 )所著《海防余论》

中讲得明白:

我国与西洋夷狄尚无交战之事 ,无从

论其优劣。 然自天保十一年 ( 1840年 )起 ,

清国数十次战役皆大败 ,军力不能与之抗

事 ,终至纳银割地以求和 ,方得幸免。兹录

清英水陆战役数十次之战法 ,从而评之。[7 ]

(第 64页 )

幕末日本关注清国现况的一个突出表现是 ,清

道咸间经世学者魏源 ( 1794— 1857年 )有感于鸦片

战争而著的《圣武记》、《海国图志》 ,很快流传于日

本。《圣武记》于 1844年 (清道光二十四年 ,日本弘化

元年 )开始传入日本 ;《海国图志》海防之策部分 (第

一卷《筹海篇》 )于 1854年 (嘉永七年 )在日本翻刻。

“唱开化日新之说”的先觉佐久间象山 ( 1811— 1865

年 ) ,于 1854年 5月 (安政元年四月 )描述自己阅读

《圣武记》的感受说:

呜呼 ,予与魏 ,各生异域 ,不相识姓名 ,

感时著言 ,同在是岁 ,而其所见 ,亦有暗合

者 ,一何奇也 ,真可谓海外同志矣。 [8 ] (第 97

页 )

佐久间象山与魏源同时异地 ,不约而同地发表了挽

救民族危亡 ,抗击西方殖民主义东侵的言论 ,正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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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一时间日中两国命运相近的事实 ,诚所谓“唇齿

相连”、“辅车相依”。

总之 ,幕末出现的对清策论 ,或倡联合清国以抗

西洋 ;或倡征服清国以图日本强盛。两说虽大有差

异 ,却同样显示出日本一旦挣脱锁国体制 ,即把对清

关系视作战略问题。其基本倾向是 ,从日本民族的危

机意识出发 ,经略朝鲜和中国 ,以对西洋外交相平

衡。开国之初的日本 ,在与西方列强周旋 ,寻求师法

的同时 ,也试图与清国友好交往 ,一方面探究其惨败

的原由 ,另一方面谋求通商以赢利。出于这两层目

的 ,幕府于 1862年至 1867年 (文久二年至庆应三

年 )间 ,先后 4次派遣访清贸易使团。

四、四次遣使上海

日中贸易往来 ,历时久远 ,中国长期是日本的主

要贸易对象国。室町幕府时期与明朝开展的“勘合贸

易” ,嘉靖间 ,因倭寇骚扰东南沿海地区 ,被明朝庭终

止。此后日本一再要求恢复 ,却因丰臣秀吉发动侵朝

战争而再度搁置下来。 中国的生丝改由葡萄牙人以

转口贸易方式运往长崎 ,以满足日本丝织业的需要。

明清之际 ,中国东南沿海同日本长崎的民间贸易有

所发展 ,中方以生丝换取日本铜 ,以满足铸造货币之

需。 清廷为鼓励外铜进口 ,准带丝斤出口以易铜。

1688年 (清康熙二十七年 ,日本元禄元年 ) ,长崎 1

年入港唐船 193艘 ,乘这些船踏上日本国土的中国

人多达 9 128人 [8 ]
(第 167页 )。 德川幕府为控制铜、

金、银出口 ,一再限制唐船入港数量 ,规定凡来长崎

贸易的船舶 ,须持江户幕府颁发的通商牌照——信

牌 ,这便是所谓“长崎信牌贸易”。与此同时 ,日本又

严禁国人出海通商 , 17世纪初叶以降的 200余年

间 ,“日本商人绝无至中国者”。这就出现一种奇特现

象:锁国 200余年的江户幕府 ,一方面以来自中国的

朱子学为官方哲学 ,另一方面严禁日本人踏上中国

土地 ,连有关中国的情报 ,也靠来长崎的中国商人提

供。这与平城时代、平安时代日本多次派出“遣隋

使”、“遣唐使”实地观察、汲纳中国精神文化、物质文

明的情况大不相同。

由于江户幕府严禁日本商船出航海外 ,日本对

外贸易的权益多为外人所获。时至 19世纪 40年代

以降 ,上海开埠 ,以上海为东亚贸易基地的西洋商

人 ,利用日本锁国之机 ,往来于上海——长崎之间 ,

牟得所投入资本 70倍的惊人利润 ,以至日本金银大

量外流 ,财政窘迫。为摆脱困境 ,开国初期的幕府 ,便

试图打破禁航海外的传统 ,决计派遣官船前往清朝

作商贸考察 ,以期开展直接对清贸易。⑤而 1859年

以降 ,英美相继开辟“长崎—— 上海”定期航线 ,上海

商贸发达的消息不断传入日本 ,兼之上海是距长崎

最近的中国大陆港口 ,这里自然成为幕末遣使出航

清朝的最佳目标。江户时代禁止日本人前往中国的

情形 ,至幕末的 4次遣使上海而告终结。

1.第一次使团赴沪。

幕府为恢复 17世纪 30年代 (宽永年间 )以前的

朱印船贸易 ,并了解正在上海一带进行的清朝与太

平天国之间的战况 ,经过 1年的筹划准备 ,于文久二

年 ( 1962年 )派遣使团赴沪。使团由御勘定根立助七

郎率领 ,一行 51人 ,于 1862年 5月 27日 (文久二年

四月二十九日 ) ,乘幕府官船“千岁丸” ,从长崎发航 ,

6月 2日 (五月五日 )抵达黄浦江 , 8月 1日 (七月六

日 )离开吴淞口 ,在上海逗留 2个月 , 8月 8日 (七月

十二日 )返回长崎。

2.第二次使团赴沪。

“千岁丸”上海行 ,虽然在了解清国商贸、军政实

情方面颇多收获 ,但并没有同清方就双边贸易达成

具体协议 ,幕府遂有第二次使节团的派遣。这次使节

团的正使为军舰奉行支配组头次席、箱馆奉行支配

调役并山口锡次郎 ( 1836— ?年 ) ,随行者外国奉行支

配调役格通弁御用头取森山多吉郎 ( 1820— 1871

年 ,幕末著名荷兰语翻译 )等 50人 ,乘排水量 376吨

的幕船“健顺丸” , 1863年 12月 21日 (文久三年十

一月十一日 )从品川启航 , 1864年 3月 28日至 5月

14日 (元治元年二月二十一日至四月九日 )逗留上

海。 使节团在上海拜访英国、荷兰等国领事馆和海

关 ,为购买武器到停泊上海的美国船会商 ,又至道台

府拜访以候补松江知府代理上海道的应宝时。“健顺

丸”上海行的主要目的是开展贸易 ,为此与清方及洋

商广泛洽谈 ,并了解蒸汽船沿长江航行到汉口贩卖

昆布 (海带 )等货品的可能性。 相对于第一次幕府使

节团所乘“千岁丸”由英国船长指挥 ,船员主体也为

英国人 (返航时雇请荷兰人 ) ,日本 7名水手、杂役只

起辅助作用 ,第二次幕府使节团所乘“健顺丸”则由

日本人驾驶 ,使节团正使又由有海军经历的山口锡

次郎担任 ,故此次航行被之“日本交通史上值得大书

特书的业绩”⑥。不过 ,“健顺丸”上海行也未能与清

朝建立正常商贸关系 ,而且“健顺丸” 5月 20日返回

长崎时 ,攘夷派浪士排外活动激烈 ,刚刚下船的山口

锡次郎一行受到攘夷派浪士诘问⑦。 “健顺丸”乘员

的纪行文集结为《黄浦志》。

3.第三次使团赴沪。

这次使团负有密命——调查长州藩卖蒸汽船购

买枪支的情况。作为外样大名、西南雄藩之一的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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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 ,文久年间 ( 1861— 1863年 )进入中央政界后 ,与

幕府矛盾日益尖锐。长州藩为建立自己的陆海军 ,违

背外贸易经幕府许可的规定 ,自行向外国买卖枪械

和船舰。 1863年 (文久二年 )秋 ,长州藩在横滨从嘉

蒂恩·马里逊商会购买汽船“兰斯弗尔德号” ,更名

“壬戌丸”卖给美国商人德莱科 ;次年 3月 ,代表长州

藩的村田藏六 (即大村益次郎 , 1824— 1869年 ,幕末

维新军事家 ,日本近代陆军创始人 ,东京的靖国神社

竖有其巨型铜像 )率藩士、水手共 50人 ,乘“壬戌丸”

密航上海 ,以 35 000美元将“壬戌丸”卖掉 ,以其款

购买大量盖贝尔枪 ,然后乘“飞鹏号”回到下关。荷兰

总领事将此事密告幕府 ,幕府遂派员前往上海 ,原拟

依赖荷兰驻沪领事 ,逮捕村田藏六等长州在沪人员 ,

因中国自有法规 ,幕吏们无法下手 ,只能调查事件原

委。这次肩负密命的幕府使团 ,由外国奉行支配调役

石川岩司、外国奉行支配调役并杉浦爱藏 ( 1835—

1877年 , 1867年参加德川昭武率领的赴欧使团 )及

做通弁的外国奉行支配调役格西吉十郎 3人组成 ,

1865年 4月 12日 (元治二年三月十七日 )从江户出

发 ,翌日从横滨乘英国邮船“北京号” , 4月 20日抵

上海后 ,频频与荷兰、美国领事交涉 ,又拜会上海道

台丁日昌 ( 1823— 1882年 )。因长州藩在上海卖船购

枪均秘密进行 ,村田藏六 (大村益次郎 )一行在上海

动向不明 ,调查难以进行 ,加之当时日本与中国尚无

条约关系 ,清朝官员对日方人员颇有尊大之概 ,视同

属国 ,因此 ,石川等 3人的上海行不了了之。逗留 10

日 , 4月 29日仍乘 “北京号”返日 ,抵达横滨已是

1865年 5月 5日 (庆应元年四月十一日 ) ,正是幕府

下达第二次征讨长州令的前后。

4.第四次使团赴沪。

不同于前 3次使团由幕吏率领 ,这次却由浜松

藩与佐仓藩联合组团 ,由浜松藩主井上河内守家来

名仓予何人率领 ,这反映了幕府威权的进一步下降

和藩国力量的上升。 名仓予何人 (? — 1901年 )于

1862年作为御徒士日付锅田三郎的随从 ,参加过

“千岁丸”上海行。时隔 5年 ,浜松藩主井上正直任幕

府老中 ,名仓予何人便以井上的亲信下属出任使团

首脑。使团由浜松藩士和佐仓藩士共 9人组成 ,乘英

商蒸汽船“恒河号” ( Canges) ,于 1867年 2月 15日

(庆应三年一月十一日 )从横滨启航 ,与德川昭武所

率赴欧参加巴黎万国博览会的使团同时出发。 1867

年 2月 19日至 3月 16日 (庆应三年一月十五日至

二月十一日 )逗留上海 , 3月 17日 (二月十二日 )乘

清政府蒸汽船“江南缉捕勇船”从上海驶往金陵 (南

京 )。 同行者岸田吟香 ( 1833— 1912年 )明治间成为

经略中国的传奇人物 ,曾资助荒尾精设立汉口乐善

堂 ,开展中国调查 ,此为东亚同文书院中国旅行调查

的先声。 3月 23日 (二月十八日 ) ,使团乘船从南京

赴苏州 , 3月 24日 (二月十九日 )返抵上海 ,曾访问

英国轮船公司 ( O· S· N社 )和法国轮船公司。 5月

5日 (四月二日 )从上海返航。第四次上海行的目的

是学习西洋战术和学术文化 ,并探究开展日清贸易

的可能性 ,但并未获得多少实际成果 ,使团连“贸易

调查复命书”也没有提供。

1857年同日本幕府签订《日美协约》 (又称《下

田协议》 )的美国首位驻日总领事哈里斯曾经说: “万

国交易是富强之源”。这一箴言传达了近代文明的精

义 ,给幕末日本人留下深刻印象 ,他们在被迫开港开

市之后 ,也逐渐主动开展对外贸易。而 19世纪 60年

代幕府派出的 4次遣清使节团 ,便是日本开国后试

图直接进行对清贸易的积极举措 ,虽然均未签订商

贸协议 ,但其开创之功不可没。幕末使团的造访上海

还是 2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批日本人踏上中国土地 ,

其所见、所闻、所思 ,对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的转变影

响至深 ,而其中 1862年 (文久二年 )第一次上海行又

尤具开启先河的意义。

注　释:

①　龙动 ,即伦敦 ,英国首都。

②　参见信夫清三郎编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

《日本外交史》序论 ,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

③　日本在江户时代已建立民间初等教育体系 ,名为“寺子

屋”的私学 (又称“寺塾” )多达万余所 ,招收六七岁的男

女儿童入学 ,教学内容为读、写、算、礼仪等。

④　前述国学“三大人” ,加上平田笃胤 ,合称国学“四大人”。

⑤　参见上海日本居留民团编《上海居留民团三十五周年纪

念志》 ,昭和 17年版 ,第 38页。

⑥　参见武藤长藏《有关元治元年上海派遣官船健顺丸石渡

博士提供的史料》 ,载《商业与经济》第 8号第 1册 ,第

132页。

⑦　健顺丸上海行 ,参见宫永孝《高杉晋作的上海报告》 ,新

人物往来社 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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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 Open Door and Sending Reputations to

Shanghai in the Last Years of Shogunate

FENG Tian-yu

( Schoo l o f Humanities, W uhan Univ er sity ,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FENG Tian-yu ( 1942-) , male, Professo r, Docto ral superv iso r, School of Humani ties,

W uhan Univ ersity, majo ring in histo ry of Chinese cul ture.

Abstract: This a rticle, by using the com parison betw een China and Japan from the developing tide of

the modern w orld histo ry, ex ams and analyses that Japan 's change f rom close to open in the last yea rs of

Shoguate. Although Japan and China w ere forced to adopt the open-door po licy , the form er quickly

regained the ini tiativ e, and produced fai r scope and ef fect in i ts moving tow ards the wo rld, w hich w as

bet ter than China even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 before M eiji Resto ration. Japan regarded the Occident as

the main object of open doo r, meanw hi le, based on the national crisis idea, i t t rea ted Sino-Japan relation

as st rategic issue and planned to meddle in the af fai rs o f Korea and China to ho ld the balance o f pow er in

the diplomatic rela tions to the Occident. Resulting from such fo reign policies, Japan sent four successiv e

reputations to Shanghai in the 1860s, which w ere rega rded as the posi tiv e acts of developing direct t rade

rela tions to China, while, what the members of the reputa tions saw and heard exer ted a deep inf luence in

the changing o f modern Japanese standpoint of Chinese.

Key words: Japan; open door; discourse on po li tics to the Qing Empire; send reputa tions to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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